
影响的研究领域。除了中国学者之外，日本、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地区也有大批优秀的史

学家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研究风格、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交流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进

展。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推陈出新。

近年来，中国学界组织翻译的大量海外中国史研究的优秀作品，为中国学者了解海外研究

进展提供了很大帮助，如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名著”、江苏人民出版社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

书”系列等，影响很大。随着年轻一代外语水平的提高、出国攻读学位的人越来越多，互联网

时代也带来了全球学术信息的便捷传递，使中国古代史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国际性学问。尽管

仍然存在研究方法、研究立场上的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各国学术界的相互沟通和交流促

进了彼此的学术进步。

最近２０年来，随着国家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中国史学界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数量迅速增

长，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国际会议尚十分少见有了本质区别。越来越多的

海外研究者来到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促进了中国与国际学术界的直接对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２０１５年我国第一次举办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注册参会学者达２６００多人，来自世界上９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是历史上参会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多的一次，且多个议题与 “中国”有关，充分展

现了中国史学界国际交流所取得的突破性成绩。

日益频繁的国际交流促进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国际化，但国际化程度仍有待提高。今后仍

然需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特别是要从全球史和文明体系的高度来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古代

史研究，把中国史的研究置于世界的范围内，避免就中国而论中国。同时，应力争将基于中国

历史经验提炼出的一些原创性概念和解释，辐射到对其他文明和地域的历史研究当中，建构中

国史学话语体系，为全球文明史的研究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综上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一代又一代

的史学工作者为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中国历史学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既有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也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对史学研究不断

增强的需求。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只要继续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积极创新，就一定能够推动中国

古代史研究的持续繁荣。

（责任编辑：路育松）

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

———新中国史学发展７０年的一个侧面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马　敏

新中国历史学已走过了整整７０个年头。７０年来，在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史学取

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并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这一史学理论

体系，既有对中国优秀史学传统的继承，又有因时而变、与时俱进的创新。其中，根据中国现

代化的实践经验，在借鉴与反思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

理论体系，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最新进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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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现代化史理论的历史渊源

对 “现代化”历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但通常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指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而对这一历史过程所作的专门性、

系统性的阐释与探索，便形成所谓现代化理论。

尽管一度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主要产生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学者，但在近

代中国却有着更早的历史渊源，这就是１９３３年７月 《申报月刊》特辑所发起的有关 “中国现代

化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一直延续到４０年代，３０年代则是其高潮，

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集中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认识，同时也说明现代化理论并

非西方独有的专利，它很早便引起了中国学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

我个人认为，在那场讨论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时人对工业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探

讨，这既是当时争论的中心，也是梳理中国现代化史理论最重要的历史线索。

近代中国，除民族生存危机外，最能引起人们关注的，便是中国如何才能从积贫积弱变得

富足、强盛，也就是如何通过工业化而实现现代化，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如罗荣渠教授曾指出，在那场讨论中，“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 ‘着重

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① 黄兴涛、陈鹏也强

调，尽管当时人们已开始注意从整体上和多侧面去把握现代化的概念，但是 “工业化与机械化

仍是当时国人把握 ‘现代化＇概念时较为一致，也更具底盘意义的基础内涵”。②

这就意味着，在当时意见纷纭的现代化讨论中，聚焦点已逐步归结到 “工业化”上，更有甚

者，则直接将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认定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产业革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工

业化不仅具有经济上的变革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整体变革的意义。如１９３３年，经济学家张素民就

明确指出：“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凡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即

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之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

学术，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③ 向工业化方向的聚焦并非偶然，乃是当时西方

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中国落后的现实、唯物主义思潮的传入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问题，不仅是当时现代化问题讨论的聚焦点，而且自身就构成

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晚清以降，就中国工业化问题所进行的讨论，事实上远早于

对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如１８９７年梁启超就曾提到过，“中国他日必以工立国”。④ １８９８年，康有

为更明确要求清政府将 “定为工国”作为自己的 “国是”。⑤ 此外，张謇的 “棉铁主义”和孙中

山的 《实业计划》都曾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化的方案和途径。到２０世纪２０至４０年代，各种报

刊杂志上有关工业化的讨论文章，数量上远超过有关现代化的讨论，并且有多种专书出版。由

此可见，在当时探讨中国发展出路时，工业化与现代化 （近代化）都是重要的思想主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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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主编： 《从 “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１５页。

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申报月刊》１９３３年第２卷第７号。

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７０页。

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中国史学会主编： 《戊戌变法》 （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２２７页。



但从时序上讲，工业化主张似更早于现代化主张，其声浪和影响也曾一度超过后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现代化讨论中受唯物史观影响的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如
恽代英、杨明斋、杨铨等人，绝大多数主张要突出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内涵，视工业化为现代化
的核心目标。如同黄兴涛、陈鹏的论文所揭示， “理解并认同 ‘科学化＇、 ‘工业化＇、 ‘机械化＇、
‘民主化＇等共识性内涵，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可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及之后中
国共产党领导层把握和使用 ‘现代化＇概念的基本思路。不过相对而言，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更
偏重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发展等方面。”①

在做了如上工业化与现代化历史线索的思路清理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 （大致为改革开放前３０年），现代化并非新中国的主流话语，反而
是对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探索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旋律。内中其实有着一个自然而然的
历史传承、接续过程。相对那些比较模糊、空洞的现代化概念，共产党人似乎更看重比较实在
的工业化路线，并愿为此而脚踏实地去奋斗。１９４９年３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即明确指出，“要
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迅速改变旧
中国极端贫穷、落后的现状，从１９５３年 “一五”计划开始，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旨
在通过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②

围绕新中国的上述建设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理论界和学术界对中国工业化的目标、

内容、实现方式和重点任务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产生了一批相应的学术成果。这些探讨，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固然主要受到苏联工业化模式和理论的影响，过分强调了重工业发展的重
要性，带有一定片面性。但回过头来看，也未尝没有受到民国时期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讨论的
影响，如关于农业国工业化的讨论、关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讨论、关于工业化与计划经济、工业
化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民国时期的那场大讨论中，似乎都可以找到其思想的渊源。

因此，从表面看，新中国的现代化史理论是受西方学术影响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渊源有自，

其历史比西方还早了约３０年左右。其次，虽然从表面上看，新中国前三十年并没有产生系统的
现代化思想，甚至连现代化的字眼也很少出现，但通过对与现代化密切关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现代化事业实际上仍在进行之中，具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思想和经验也在
潜移默化的积累过程之中。这一切，均为后来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的创立奠定了历史的
基础。

二、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的探索

在新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 “现代化”一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在１９５４年的一次讲话中，

首次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 “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③ １９６３年他又明确提出了
“四个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
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④ 然而，

在当时举国都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时，现代化的概念和主张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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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陈鹏：《民国时期 “现代化”概念的流播、认知与运用》，《历史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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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谈不上系统的理论和学术研究。

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式拉开帷幕，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重要国策；与此同时，随
着国门的开放，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现代化思潮蜂拥而入，如何回应现代化理论与

实践的挑战，走出一条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遂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不得不面对的一
大课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理论的使命也随之产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是中国现代化史理论创建过程中最具代

表性的学者之一。罗荣渠教授通过出版 《现代化新论》等一系列著作，率先将现代化研究引进
史学领域，通过吸收和整合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关
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为创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奠定了初步的研究基础。① 其

理论探索和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运用唯物史观对现代化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现代化的定
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发展学派偏重于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内涵；结构功能学派强调整

体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派则将现代化视作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
改变过程，看作是一种 “文明的形式”。罗荣渠教授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现代化广义上是指工

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大变革，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
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过渡。尽管现代化不等同于工业化，其涵
盖范围超过了工业革命、工业化等概念，但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是工

业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现代生产力，现代化的根本方向是追求工业文明。这样，就将 “现代化”

从一个超时空的比较空泛的概念，确定为一个既有起点也有终点的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而
变成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科学范畴”，大大拓宽了西方现代化和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和范围。

其次，提出了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现代化整体阐释框架。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
式发展观，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史研究中提出了 “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作为现代
化史研究的整体性阐释框架。这里，“一元”是指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

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的变革，即所谓 “中轴原理”：与生产关系相比较，生产力才是社会发
展和变革的主轴；“多线”则是指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工业文明的演进可以有多种形
式。“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
性和特殊性的统一。”②

值得注意的是，罗荣渠教授提出的 “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并不否认历史上存在 “五种
生产方式”的嬗替，只是不赞成在实际历史发展中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民族都是按照五种生产
方式的序列纵向继承发展的单线观点，并认为单线继承的观点并非马克思的原意。在现代化史

研究中，“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最大意义，便是突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根深蒂固的 “西方
中心论”，将现代化从 “资本主义化”和 “西方化”的范式中剥离出来，进而探讨不同国家，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和不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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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荣渠教授在现代化理论研究中的学术贡献，主要参见邹兆辰、杨丽珍：《罗荣渠的现代化研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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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尹保云：《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突破———罗荣渠 〈现代化
新论〉研讨会综述》，《史学理论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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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现代化进程作了初步的总结和提炼。尽管罗荣渠教授关于现代
化理论的思考以世界史为主，侧重于理论的创建，但又史论结合，将中国近代历史巨变放到世
界现代化史的总进程中考察，对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其基本观点是
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各种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 “合力”推动的结果，无论是 “西方中心”还是
“中国中心”观，都是片面的；在内外因素交错作用下，近代中国的变革呈现出衰败化、半边缘
化、革命化、现代化四大趋势的互动，并构成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他反对将革命化
和现代化看作截然对立的两种趋势，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特点恰在于通过革命化而走向现代化。

他还根据这四大趋势的变化特点，总结了中国现代化三次模式大转换的发展历程。

几乎与罗荣渠教授同时，武汉的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通过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重点项
目成果，也对中国现代化史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同罗荣渠教授着重从世界史视角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理论思考不同，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更
侧重于 “由中国看世界”，对中国早期现代化 （或称近代化）历史进程进行中外比较研究，从历
史实证中提炼、归纳中国现代化的诸多特征。该团队提出研究现代化历史，尤其是研究包括中
国在内的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应建立如下认识基础： （１）现代化历史研究依然要加强和深
化对政治斗争史、政治发展史的研究，但又不能停留于对这一主线的原有水平的讨论； （２）现
代化不是欧化、西化或资本主义化，而是全球所有国家普遍的发展过程。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
传统、国情和时机等条件不一样，自会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３）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开端、

进程和状况是这个国家内部因素和世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４）区分绝对意义的现代化
和相对意义的现代化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后者关注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每一个过
程和步骤，而不只是那些长远和抽象的现代化指标体系。①

除关注经济和政治因素外，章开沅教授及其团队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因素、传统与现代
化的关系问题，以及人的现代化问题，给予了更多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罗荣渠教授在这
方面的不足。章开沅教授指出，现代化不等于 “西化”，也不是简单的 “工业化＋民主化”，“它是
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其中，“工业化与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诚然是实现现代化的物质基
础与重要关键”，然而，“如果社会人文环境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如果人民生活总体素质存在着严
重缺陷甚至继续恶化，则很难说是已经全面实现了现代化”。②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

则应注意处理好 “离异与回归”的矛盾，所谓 “离异”是指向西方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

所谓 “回归”则指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除罗荣渠教授为首的北京大学团队和章开沅教授率领的华
中师范大学团队对现代化史进行了卓有成就的研究外，其他学者也分别从各自领域对各国现代
化历史展开研究，初步形成了改革开放后 “现代化史研究”的第一个 “热潮”。主要著作有：钱
乘旦和陈意新著 《走向现代国家之路》（１９８７年）、钱乘旦著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１９８８年）、

侯建新著 《现代化第一基石　农民个人力量增长与中世纪晚期社会变迁》（１９９１年）、许纪霖和
陈达凯主编 《中国现代化史 （１８００—１９４９）》（第１卷，１９９５年）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史研究持续走热。据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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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福惠：《现代化研究与近代史研究探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序
言”，第４—５页。

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前言”，

第１—２页。



中心不完全统计，仅１９９８年后三年间国内便有近百种关于现代化的专著出版。２１世纪头十年，

现代化研究相关著作更是达到上千部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吴承明著 《中国的现代化：市场
与社会》（２００１年）、虞和平主编 《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本，２００１年）、董正华著 《世界现代
化进程十五讲》（２００９年）、钱乘旦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 （２０１５年）等。同时兴起的是现代
化研究丛书出版热，如南京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化丛书”（胡福明主编，１９９８年）、辽海出
版社出版的 “西方国家的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２００６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 “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高
等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 “第二次现代化丛书”（何传启主编，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北
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化报告》系列 （何传启主编，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等。以上研究所
涉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三方面的主题：一是结合现代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二是对
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持续讨论；三是进一步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历
史。① 其中，何传启等提出的 “第二次现代化”的观点颇值得关注。他们认为，世界现代化进程
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第
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目前，重点是要以新的
研究方法对 “新型现代化”（即第二次现代化）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系统研究。②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出关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部署，现代化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由此进一步明晰。围绕与中国现代化最新实践密切相关的道路、制度、理论、方案、

经验等问题，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再次引起学界热切关注，并随之产生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以世界视野和当代立场观照中国现代化的最新实践和理论问题，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现代化理论紧密相融，着力探讨和总结现代化的 “中国方案”、 “中国智
慧”，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新的思考。③

由此可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化史研究尽管时间不长，还存在这样或那样
的不足，无论在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史论结合上都还有可待改进之处，但几乎涉及了现代化史的
所有重要领域和重要问题；对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历程更是作了深刻反思，并已初步形成现
代化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总体而言，可以说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思考

近４０年来中国的现代化史研究为何能够取得长足进展？关键有两点：一是坚持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赋予了现代化理论更为宏大、深刻的内涵；二是将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结
合，与时俱进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和重大需求。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论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清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
论的关系。因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史理论，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乃是现代化史理论中国学派的根本特色。罗荣渠教授曾深刻论述过，马克思虽未使用过
“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早在唯物史观形成之初即已提出，事实上马克思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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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陶海洋：《当代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述评》，《江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５期；马勇：《回顾与前瞻：

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重启、推进和深化》，《河北学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参见何传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近百年回顾》，《理论与现代化》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参见巩瑞波：《综述与展望：理解 “现代化中国方案”的四重维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１９年第

２期；王敏：《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福州党校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正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应是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理论和发展社会学的最新部分，应是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现代社会发展的综合的

科学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与方法论应用于现代化研究，关键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把对现代化作为世界性进程的整体考察当作建立综合理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开展对各个层

面的横剖面研究或专题性研究。”①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实际，我们认为，在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史理

论体系过程中，还应对以下理论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

第一，持续推进现代化理论的 “本土化”与 “中国化”。

中国现代化研究本身是应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而起，其任务和目标是要走出

一条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因此必须要服中国的 “水土”，对中国的路子。简言之，只有同

中国现代化实践密切结合并能够指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现代化理论。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和研究现代化理论主要是为了通过研究西方现代化的经

验为中国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即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步骤，如何选择最优化

的方案，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那么，经过４０年快速发展之后，我们今天最迫切

需要的则是对现代化的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 “中国方案”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概括，上

升为具有高度学理性和原创性的 “中国理论”，从 “照着讲”到 “自己讲”，进而对世界现代化理

论作出中国学派的理论贡献。其中，尤其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的内在关系究竟是什么？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这条道路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

系是什么？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什么？中国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具体经验是什么？中国现

代化方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到底有哪些启示？中国道路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一

系列问题，都需要在现代化理论的持续 “本土化”、“中国化”过程中加以解决。

第二，进一步聚焦生产力和科技发展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长期

以来，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对基本关系颠倒过来，研究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较多，研究生产

力自身发展状况和作用反而较少。为此，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点，加强对现代化过程中

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研究，对近现代以来生产技术变革、资源利用、劳动力供求、劳动生产率提高、

环境演变等涉及生产力的各方面进行过细的考察，进而研究生产力如何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发

展，经济基础如何决定了上层建筑，近代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如何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和中

国的历史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和再生产有何新趋势、新动能、新形式。

生产力诸要素中，科技发展及其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也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并正在经历新的产业革

命即第四次产业革命。最新科技发展和产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机遇，

怎么估计也不为过。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在新科技革命中下好 “先手棋”，

抢占制高点，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引领和推动中国全面现代化。

第三，正确理解现代化史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

历史有着内在的继承性与延续性。现代化的 “中国道路”和 “中国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中

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子还在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因此，要讲清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就必须要回到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性中去寻求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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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之一，是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逐步沦为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主题。当时中国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摆脱帝国主
义的统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通过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中国富强。如
同刘大年同志所指出，“中国近代１１０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
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
关，不能分离。”① 就二者关系而言，十分明显的是，没有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不可能有真
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只有赢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推翻半殖
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才能为工业化和现代化开通道路。正因为如此，革命史范式成为中国近
代历史叙事的主流模式，就不足为奇了；政治史相比经济史受到更多的关注，也不足为奇了。

应该说，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过程来看，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并非两种截然对立的
范式，既不能以现代化否定革命化，也不能以革命化排斥现代化，二者是可以相互包容和相互
补充的，随时代演变各自都有可能成为某一时代的主导性范式。② 大体上，１９４９年以前，是以
革命化为主导，１９４９年以后，随着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工业化和现代化则成为时代
的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以革命史范式书写中国近代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也
并没有完全排斥 “工业化”和 “现代化”理念；而在另一方面，即便是当工业化和现代化取代
革命化成为时代主流之后，革命化的传统和精神也并未过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还会继续延续
和传承，进而型塑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特质，使其区别于西方式的现代化。这也正是我们今
天还要强调革命文化传统重要性的原因所在。历史地看，革命化和革命文化实已融为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 “告别”，更不容舍弃。

第四，积极面对新时代、新使命的挑战。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新
时代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同时，也对
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结合 “强起来”的时代内涵和中国
梦的奋斗目标，新时代的现代化研究应有其新使命和新重点，应在理论创新上实现重大突破。

一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 “制度”因素，把握新时代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式的现代化道
路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但最根本和本质的一条，便是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优势。中国奇迹之所以能够产生，关键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有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
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现代化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有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新中国一切成绩取得的基础和根本性的制度保障。制度优势与治理方式密不可分，目前亟
须加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充分发挥国家在现代化中的凝聚和引领作用；

同时也要加强对社会治理方式的研究，充分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形成国家与社会在现代
化中的强大合力。

二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 “公平”因素，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时代的现代化需要
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加注重人的现代化，让普通老百姓分享到更多发展的红
利，走共同富裕之路。为此，必须研究如何才能打好扶贫攻坚战，使贫困人口能全部按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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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刘大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

５页。

关于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较详细的论述可参见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第１卷，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５０页。



质脱贫；必须研究如何提供更高质量的社会保障和教育、医疗服务，真正做到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必须研究如何不断改善民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幸福

指数，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持续增加城

乡居民收入，使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和成就感，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三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 “质量”因素，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后现代

化建设的第一阶段，我们注重的主要是经济发展的数量指标，将蛋糕做大，解决从 “站起来”到
“富起来”的转变，那么，在 “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则必须注重发展的质量，走内涵式发展之

路，实现从数量之强向质量之强的转变。为此，必须研究在现代化中如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和产业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走创新型

国家建设之路。新时代的现代化，还包括以建设 “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现代化。我们必须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绿色

发展方针，推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四是要重视现代化中的 “国际”因素，实现更加开放的现代化。如果说在现代化重启的第

一阶段，我们更多的是眼光向内，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综合国

力的成长，那么，新时代的现代化，将会是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现代化，中国将在世界现

代化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研究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顺应经

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坚持多边主义和贸易自由化原则，反对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更多

地参与、引领全球治理变革的进程，更多地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综上，现代化已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潮流，是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

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

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必

须实现突破和超越。可喜的是，新中国建立７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史学界和理

论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经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

现代化史理论体系，逐步从现代化理论的 “跟跑者”成长为 “引领者”。但是，世界性的现代化

进程还远未结束，新一轮现代化浪潮正在神州大地兴起，我们必须有新的思考和新的作为，必

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真正做到 “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

声”，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周　群）

７０年砥砺前行的中国世界史学科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马克垚

自１９４９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开始了自己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

程，现在已经升堂入室，可以到世界史坛上和同行辩道问难，相互切磋，这真是一个很大的飞

跃，值得我们深刻铭记，鼓舞我们继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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